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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评论》第4卷   第2期（2007）： 

科技与社会 

 

论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 

 

吕乃基[①] 

 

摘要   非嵌入编码知识因其处于较低层次的基础性而渗透到较高层次的知识中；因其抽象性而可以和各种语境相结合；因其与任何

特殊的价值无关而成为各种特定的善和美的共同基础。非嵌入编码知识构成与传统社会的知识体系及人文知识之争。非嵌入编码知

识销蚀、推翻、抹平作为传统权力之基础的嵌入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挑战这些知识的权力。非嵌入编码知识沿知识序列向上渗

透，构成对人源于自然的行为和关系的“促逼”，使之建立于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基础之上。 

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有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依据。只有最具普遍性的知识方能穿透所有知识体系的独特性和历史性而成为全人类的

共同基础。这就是非嵌入，也就是吉登斯的“脱域”。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不属于任何人，与语境无关，而又作用于所有人。无

论接受与否，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源于其本身，总在潜移默化的发挥作用。知识的权力范围与其嵌入的范围成正比，知识权力的

强度与其嵌入范围成反比。 

随着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最新发展，既产生出专业知识和选择的权力，也在消解非嵌入编码知识原有的权力。 

关键词 非嵌入编码知识  权力 

 

目前，“知识就是权力”已经为学术界所认可，并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学术界已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展开研究[②]、[③]、

[④]、[⑤]，这些研究基本上是把知识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其与权力的关系[⑥]。由于知识还可区分为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等，不同类型

的知识会拥有各异的权力，或与权力间形成不同的关系，因而有必要对知识作进一步分析，以推进关于“知识就是权力”研究的理

论深度和规范在实际中的应用。本文集中讨论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 

 

一 引言 

 

如所知，根据波拉尼的有关研究，人类的知识可以区分为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⑦]。其中，编码知识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嵌入编码知

识和非嵌入编码知识[⑧]，前者又可分为三类，其一属于特定的人群如夫妻、朋友和社群等，知识在内容上与主体不可分割；其二

属于特定的场合或语境，大到国家的法律，小到企业的制度。“入乡随俗”也说明了这一点。其三是专门的知识如医学、基本粒子

物理等，知识虽在内容上可以与主体和语境分离，但由于知识本身的专门和艰深，进入的门槛高，需要各种相关知识的配套，如医

学涉及到生物学、细胞学、化学和物理学等，以及各种仪器设备，因而也具有嵌入性。嵌入的编码知识只能在所“嵌入”的范围内

交流与共享。非嵌入编码知识是如四则运算、勾股弦定律、杠杆原理等一些简单基本的科学知识。非嵌入编码知识因其非嵌入而可

以在最大多数人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共享。当然嵌入与非嵌入不是绝对的，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相互转化。 

权力指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权。大致包括以下方面：权力的作用者和承受者、权力的范围和条件、权力本身受到的制约，

以及权力的合法性等。 

非嵌入编码知识是知识体系中重要的同时也是基础的组成部分，其根本特点在于与初始条件（历史）和边界条件（语境）无关，与

对象本身的个性和特殊性无关，以及与主体无关。简言之，非嵌入编码知识具有“超越性”，或如吉登斯所言的“脱域”。 



非嵌入编码知识位于知识序列上相对较低的层次。在本体论上，知识序列指知识的对象在量子阶梯上的位置，如物理学、化学、生

物学等，以及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上的位置，如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学艺术等。于是，处于相应较低层次的物理学、自然科学和经济

学等就是非嵌入编码知识。由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可知，逻辑上位于较低层次，也就是在历史上处于尚未分化的较早阶段。非嵌入编

码知识在历史和逻辑上成为人类知识的基础。在认识论上，知识序列指知识在认识过程中的位置，非嵌入编码知识是理性阶段的知

识，是理想化、归纳和抽象、“脱域”和还原后得到的知识。纯粹地对应于这种知识的对象实际上并不存在，仅存在于思维之中。

在真善美的序列中，知识序列指相应于真、善、美三者的位置。非嵌入编码知识指相对独立于善和美的真。 

非嵌入编码知识因其处于较低层次的基础性而渗透到较高层次的知识中。不同的对象在高层次会有所不同，但其低层却是相同的；

所有的对象都有自己的起源，越向前追溯，越通往共同的起源（如启蒙运动的自然状态），由此可见非嵌入编码知识对于各种对象

的一致性。在认识的理性阶段，知识与特定对象的历史和语境无关，与特定的认识主体无关。非嵌入编码知识因其抽象性而可以和

各种语境相结合，渗透到各种嵌入的编码知识中。只有最具普遍性的知识方能穿透所有知识体系的独特性和历史性而成为全人类的

共同基础，这就是非嵌入。因而可以为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个人所共享和接受。非嵌入编码知识因其与任何特殊的价值无关而成为

各种特定的善和美的共同基础[⑨]。在此意义上，非嵌入编码知识实际上拥有最大、最普遍和永恒的价值。 

由于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最初所面临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由于人与自然的矛盾相对于人与人的矛盾和人与自身的矛盾（梁漱

溟）的基础性，以及由于自然对于各民族在总体上的一致性，因而非嵌入编码知识最初即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随之也

就发展出科学和技术。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通过抽象、归纳、分析获取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方法，以及在实验室中通过简化、固

定、分割等以控制自然的手段和由此所获得的知识，就被用以审视传统社会的知识体系，被推广和渗透到经济和社会领域，以及沿

着知识序列逐步提升。由此就构成了知识的权力之争。 

 

二 非嵌入编码知识与传统社会的知识体系之争 

 

传统社会中的权力建立于嵌入的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基础上。嵌入的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核心是传说、制度和价值观，带有浓

厚的地域甚至个人因素，其源泉是特定的生活经历，因部落、乃至因人而异，深扎在独特的自然背景之中，追溯至遥远的历史体验

之中，以及形成于由偶然的个别事件所构成的人与自然的交往活动之中。正是这种各具“特色”的根源系统规定了作为传统权力基

础的知识体系属于嵌入的编码知识，具有不可化归的独特性。传统权力的范围与知识嵌入的范围一致。嵌入编码知识论证权力的合

法性，权力强化并灌输嵌入编码知识(如科举考试与儒家文化)，后者依赖权力方能作用和改变现实[⑩]。一旦权力越出相应嵌入编

码知识的范围而进入其他嵌入编码知识的领域，战争便不可避免。 

         在相近的意义上亨廷顿论述道：“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冲突的根源来自文化差异，冲突的结果则反

映了权力关系的变化”[亨廷顿2003，p88、252]。非嵌入编码知识通过销蚀、推翻、抹平嵌入的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并取而代

之，通过以其本身之得来所应用的方法对嵌入编码知识的质疑，以及通过以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而销蚀传统权力的地基。总之，

非嵌入编码知识依靠自身的力量而获得权力，于是就构成对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和建立于此基础上的权力的挑战[⑪]。 

    非嵌入编码知识可以为最大多数的人所共享，就此而言，非嵌入编码知识达到最大限度的民主，构成对任何形式独裁的挑战。非

嵌入的程度越大，对传统或暴政权力的挑战也越大。自从近现代非嵌入编码知识兴起，这一权力之争就从未停息。就知识的历程而

言，非嵌入编码知识终究要改造和取代嵌入编码知识，并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新的嵌入编码知识。然而由于权力——以各种嵌入编

码知识为自身辩护——的影响，实际情况要复杂和漫长得多。由于种种原因，非嵌入编码知识产生于西方，由此而强大起来的西方

便侵略落后民族。这样的行为往往还以非嵌入编码知识如“民主”的名义。殖民地民族为争取独立解放也就把源于西方的非嵌入编

码知识拒之门外，从而在取得独立的同时加强了原有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这样的权力之争一直延续至今[⑫]。 

站在这一视角来看，当前学术界所发生的所谓“科学大战”，就是第三世界学者为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实际上也就是为自己的权

力寻求生存空间。少数民族和其它边缘地带的人群的自我解放运动的兴起，对以科学为代表的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激烈批判，成为边

缘社会人群为自己的权利和地位而作文化斗争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后殖民主义的兴起，以其自身文明的“认识论权利”，冀望寻

求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自己的宇宙观与民族科学，发现与西方科学毫无联系的自然规律，以解除他们“心灵的殖民化”。 

这里的问题在于，首先，第三世界的学者们没有看到，每一种地域暴政的出现，往往都是通过文化上的纯粹性为自己寻求辩护。维

护传统的嵌入编码知识伴随着暴政。其次，当真理是依靠内在的语境——地方性来定义时，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就会获得其合法的

外衣，结果是以知识界的种族隔阂而告终 [邢冬梅 2003]。 

由WTO在世界贸易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各国在加入WTO时的谈判，成员国之间“某某”回合的谈判，都体现

了非嵌入编码知识与各国所持的嵌入编码知识及双方背后的权力之争。WTO的三大基本原则是非嵌入编码知识在经济领域特别是

世界贸易中的集中体现。WTO超越传统主权，排除一切嵌入编码知识及其背后的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扰。WTO的规则受到所有成

员国的遵守，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申请加入，而这又反过来说明非嵌入编码知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大力量。 

其实，一旦第三世界的人民感到因接受非嵌入编码知识而能推翻压在身上的权力甚至能获得权力时，就会主动接受。“十月革命一

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时，就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非嵌入编码知识。 

实际上，随着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兴起，传统的嵌入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其中所隐含的共性部分会进入非嵌入编

码知识而流淌到全世界，而个性部分将在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基础之上得到重新阐释而获得新的生命，成为新的多元文化的组成部

分。非嵌入编码知识既源于先前受制于语境而不可通约的知识，又为新的嵌入编码知识的构建提供统一的平台，使之得以超越各自

的语境而彼此“商谈”（哈贝马斯）、交往，并在共同平台即真的基础之上构建善和美。 

 

三   非嵌入编码知识与人文知识之争 



 

处于知识序列低层的非嵌入编码知识推广和渗透到相对高层的经济和社会领域。显然，经济和社会领域所涉及的对象远较自然界来

得复杂、多变、具有个性，以及处于不同语境之中。将其当作在实验室中一样进行简化、抽象，以在科学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和技

术操作所形成的理性来认识实际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就可以获得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非嵌入编码知识，如经济人假设、启蒙运动所推

崇的“自然状态”，以及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等等。然后再把由抽象或实验室得到的知识、由这些知识的物化制成的产品应用

于实际生活中，在上述过程中就是对现实施加了权力。例如机械、流水线等对人的影响一直达到一个个单一的动作，提高了效率，

也会带来问题。或“异化”，或“人是机器”、“单面人”之类；甚至按实验室的要求构建社会，如工厂、学校、医院和监狱等

“规训机构”，被福柯称之为“细部的政治解剖学”[⑬]。 

在上述影响中，最普遍的、强制性而又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以科技黑箱[吕乃基 2001]的形式发挥作用的技术。科技黑箱支配人的行

为，影响交往，而且还是一种律令：非此将造成后果，至少不能成功或降低效果。可以借用海德格尔“促逼”概念，但又超越其原

意。在海德格尔那儿，促逼主要指技术的发展对人的促逼，而非嵌入编码知识的促逼还在于其对历史的“根除”和个性的“抹

平”。“科学对日常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的最直接的影响是，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设备从实验室向‘外部’世界的转移”[劳斯 

2004, p241]。这或许是“知识就是权力”的主要部分。 

这样，“通过科学技术和设备的标准化，通过对非科学的实践和情景的调整以适应科学技术和科学实践的应用，这些发展……被拓

展到实验室之外的世界中……。因此，世界逐渐成了一个被构造的世界，因为它反映了技术能力、工具设备及其所揭示的现象的系

统化拓展” [劳斯 2004, p226]。非嵌入编码知识在这样的扩展中便引发了与人文知识的权力之争。 

前述“科学大战”除了反映非嵌入编码知识与传统文化之争外，还反映出当代特别是西方的人文学者为争夺学术地盘所进行的权利

斗争 [劳斯 2004, p241]。这种斗争在当代中国也同样存在。一方面，人文学者们痛感“机器文明”对“花园文明”的“蚕食”也

就是现代技术对传统价值的排挤。我们无法逃避技术对我们的挤压[⑭]。另一方面，又有学者认为，在强调“人文底蕴或人文精神

或人文关怀的背后，隐含的是某种通过分类来压迫人和压迫知识的力量。在这种人文的旗帜下，某些问题可能获得了优越的或高尚

的地位”。如以“社会良心”自诩，“把自己关心的某些问题归结为正义问题，而把对方的问题归结为效率问题或技术问题”。

[朱苏力 2004]还有一些不容置疑的字词，如“真正”、“良知”、“理想”、“公正”，以及最近时兴起来的“敬畏”等等——

这些字词是证明其他观点与结论的尺度和基点，它们本身不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有人称之为“术语拜物教”[吴亮 2005]。 

实际上，正是在这样的“微分权力”的影响下，每个人的各异的、在其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天然”的行为，被改造成基于

非嵌入编码知识的一致的、机械的和标准的行为[⑮]；以及将人的基于自然的行为，改造成基于人工自然的行为，改造成 “单面

人”。形形色色的反科学思潮都与此类权力之争有关。然而，毕竟人类所创造的“世界4”才是“真正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自然界”

（马克思）。这既是“抹平”，更是起点，是人类由自然到社会的必由之路。现代性的知识权力结构……是通向实质性平等的桥

梁，是一种现阶段不可超越的社会结构 [段伟文 2003]。 

其实，反对以科学技术为典型的非嵌入编码知识的人文主义者们没有认识到，非嵌入编码知识因其非嵌入而必将渗透到一切领域，

这是客观规律。权力并非强加，也不依赖于接受者。无论被接受与否，总是在不断增长、发展，并且“默默地”发挥影响。劳斯细

致地发现，“这些限制具有与传统的权力关系截然不同的形态……并非是某种施加于特定事物和人，并为他人所掌握和应用的权力

形态”，而是一种“支配活动身体的微分权力”或“微观社会关系中的规训权力”，“这些限制遍布在我们的相互关系和对事物的

处理中，并且渗透到最琐碎、最普通的活动中” [劳斯 2004, p259]。普费弗也认识到，“权力在愈不被人注意时，其使用就越有

效果……” [劳斯 2004, p259]。 

他们也没有认识到，非嵌入编码知识并非淹没个性，而是对源于自然、历史和特定语境的知识的改造，并为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的个

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并提供可能和广阔的前景。对非嵌入编码知识持偏激心理的人似乎有鲜明的个性，实际上表明没有信心和能力在

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基础上发展个性。 

他们更没有想到，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无论在自然界还是社会之中，正是这些非嵌入编码知识，是建立于非嵌入编码知识基

础之上的技术及其产品，是那些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默默”做着贡献的硬件和操作及系统软件。因而，他们的所谓批判，无

疑是在动摇自己的根基。凯勒指出：“在把客观性当作男性主义理念加以拒斥的同时，女权主义把自己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并把女

性驱逐出了现实政治的现代文化之外：这就进一步恶化了自己所希望解决的问题” [劳斯 2004, p272]。 

 

四   非嵌入编码知识权力的特征 

 

权力与知识的边界一致。非嵌入编码知识的知识既然没有边界，其权力也就没有边界。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不属于任何人，与语

境无关，而又作用于所有人。无论接受与否，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总在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普世性文明只能是普世性权力的

产物”[亨廷顿 2003, p.88]。如果把这里的文明换成知识，意味着亨廷顿看到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但必须指出，在非嵌入编

码知识及其权力的关系上，权力是知识的产物，而不是相反。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必须依赖权力方能作用和改变现实，但非嵌入编码

知识的权力则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在此意义上可以把亨廷顿的话改为“普世性权力只能是普世性——非嵌入编码知识的产物”。 

正因为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具有这样的特征，因而各种世俗权力便纷纷附着于其上，如冠以“科学”之头衔，以贩运私货，谋取

利益。少数科学家也主动投靠于世俗权力，以从中获利。诚如罗兰夫人所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然而此处需区

分非嵌入编码知识和附着于其上的嵌入编码知识[⑯]，区分非嵌入编码知识本身的权力和附着于上的权力，不能在去除后者的同时

抛弃非嵌入编码知识。 

非嵌入编码知识权力的特征还可以从与嵌入编码知识权力的对比得到进一步说明。以医生拥有的专门知识及其“话语权”为例，这

是知识高度分化的结果，要耗费巨大的成本（包括时间），同时又是知识高度综合的结果，需要各种设备和其他人员和组织的支

持。在此意义上，这种知识简直就是嵌入的编码知识。同时，患者又对这种知识有着强烈的需求。因而，一方面嵌入，另一方面是

需求，这样的嵌入编码知识便具有权力。知识的权力来自嵌入和需求。掌握专门知识的人对需要专门知识的人拥有权力。显然，知



识越是专门，需求者越少，权力的范围也越小，而经验表明，此时需求的强度越大。 

某项知识因与其他知识的关联度或需要其他知识的支撑使之具有嵌入性而拥有权力。布迪厄认为，“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一种手

段，还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或媒介，因此必须在生产和流通语言的互动情景和结构环境中研究它” [劳斯 2004, p269]。 

由此可知，知识的权力范围与其嵌入的范围成正比，知识权力
的强度与其嵌入范围成反比[⑰]。在这一系列或“谱系”的两
端，最大的非嵌入知识属于全人类，拥有对全人类的权力，同
时却又是“悉听尊便”的“微分”权力，不依赖作用的对象和
语境，以迟早会被接受的姿态一往无前地推进。而嵌入的编码
知识则依赖于其作用对象和特定语境，一旦对象不存在或不需
要，不具备特定语境，其权力，以及嵌入编码知识本身将因失
去价值而不复存在。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还与有效需求、谈判
能力、对象自己获得知识的能力，以及竞争者等因素有关，还
受到政策如知识产权保护期缩短等的影响。 
通过与嵌入编码知识权力的比较，可以进一步认识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从根本上说，非嵌入编码知识揭示包括人的本性在内的

事实和规律，因而必须接受，这并非是由于拥有者的权力。如果说其中有权力的话，毋宁说是一种“自然权力”、“天赋权力”、

全人类的权力，以及人类进步的权力。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属于全人类，作用于全人类。 

由于非嵌入编码知识是社会的核心推动力量，能否有健全的机制使之转化为现实力量就尤为重要。 

 

五   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发展和权力的变化 

 

当前，非嵌入编码知识正在进一步扩展并提升其水平，由此导致相应权力的变化。 

首先，非嵌入编码知识越来越丰富。于是就有对知识的选择：说还是不说，说这件事还是那件事，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向谁说，等

等。在知识的背后又出现了选择，选择就是权力。有时是知识的拥有者直接选择，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更多场合则是介于知识与知识

的接受者之间的媒体的选择。在此意义上，教师同样拥有更大的权力。由于媒体直接面对大众，其影响力远大于知识的拥有者，因

而在知识的背后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也就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有选择，就有价值判断。目前，媒体滥用权力的事例屡见不鲜。

其次，非嵌入编码知识日益形式化：成为软件，进而成为硬件[⑱]，成为科技黑箱，操作越来越简单，人机界面友好。非嵌入编码

知识已经在潜移默化之中整合到越来越多人的内心世界，成为其隐性知识的一部分，从而不再感受到有外在权力的影响（或许除了

少数“自我边缘化”者）。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发展将消解其自身所负载的权力而成为全人类和每个个人自觉的行为和共同遵守的准

则，以及成为价值观的一部分。 

第三，非嵌入编码知识之间的相关越来越紧密。当代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的知识正在走向新的综合。同时，随着高技术特别是信息

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随着种种危机的加深，以及随着生态学的发展，在启蒙运动提出的关于个人的知识的基础上，将个人综合

起来，论述全人类的知识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例如网络、克隆技术与人类的命运，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中的地位，等等。

当前关于全球化的热烈讨论也表明知识由个人和国家层面扩展到人类层面。与此同时，价值判断也日渐频繁地介入其中。 

第四，非嵌入编码知识沿着知识序列逐步提升。以揭示事实和规律为己任的非嵌入编码知识越来越具有伦理道德色彩。这一点在上

面已经有所体现，如高技术伦理问题，人与自然的伦理问题等。随着人类拥有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非嵌入编码知识所拥有的已经

不再是作用于个人动作的“微分权力”，而是“宏观”和“整体”权力。 

第五，非嵌入编码知识在向其他领域渗透的过程中，逐步与各具特性的个体、新的语境、新的生存背景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嵌入

的编码知识[⑲]。这些新的嵌入编码知识一方面拥有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共同基础，因而不会在相互间发生权力之争，另一方面又有

相对明确的边界，是个体或群体的自我创造和自身需要，因而不构成从属于一些人又作用于另一些人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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